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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itle  

香港印地烏爾都語中、小學生粵語聲調和聲母的習得研究 

(b) Abstract  

採用聲學分析（與母語者資料做對比）和母語者評分的量化統計方法，本研究以

人數較多的烏爾都語中、小學生為被試，考察學習者粵語聲母和聲調的感知、產

出特徵和表現。結果顯示：非母語者陌生聲母的習得差於相似聲母，聲調感知和

輸出均欠佳，課題還根據非母語學生的習得情況設計並實施了針對性的聽說培訓。 

(c) Keywords  

印地烏爾都語學生、粵語聲母、粵語聲調、習得、香港中、小學生 

(d) Introduction 

香港特區政府 2011 年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15 歲以下的印度籍人數為 5767 人，

同年齡段的巴基斯坦籍人數是 7148 人，操印地烏爾都語的印巴籍 15 歲以下的學

生人數，占同年齡段亞洲人（非華人）總數的 54%。根据 2013 年的數據，30%

的香港小學和 63%的中學使用粵語作為中文課程的教學語言。香港特區政府教

育局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列出了非華語學生的學習難點，語音部分的

難點是聲調。雖然已有一些非母語者習得粵語語音的研究，但對於粵語語音的習

得研究，尤其是非華語學生粵語聲母和聲調的分析略顯不足。有鑑於此，本課題

選擇人數較多的巴基斯坦學生作為對象，考察烏爾都學生習得粵語聲母和聲調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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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語言的外在形式，語音是語言學習者首先要掌握的內容，也是語言習得過程

的重要環節之一。從聲母習得的角度來看，有些是世界語言所共有的，有些則是

某些語言特有的（Maddieson, 1984; 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作為超音段

成分，聲調由音高（pitch）和調型（contour）構成（Howie, 1976; Li & Thompson, 

1977），還涉及時長等參數。對於非聲調語言的學習者來說，聲調一直是語音習

得的主要難點之一。感知（perception）和輸出（production）是衡量語音習得

表現的兩個重要指標，第二語言的語音習得研究應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探討非母

語者習得語音要素的難點和順序（Flege，1999），本課題採用量化分析的方法，

考察烏爾都學生粵語聲調、聲母的產出和感知表現。另一方面，準確度

（intelligibility, degree of foreign accent）是用來測量第二語言語音輸出與母語者

差異的評分尺度，由母語者對學習者輸出的語音做出客觀評價（Piske, Mackay & 

Flege, 2001），在本課題中粵語母語者作為評估者(rater)，對非母語學生輸出的粵

語聲母和聲調分別進行了評估，並得到了粵語聲母和聲調的標準度數據。此外，

已有的研究還指出，學習變數（learning variables），例如開始學習年齡、抵達目

的語地區的年齡、在目的語地區的居住時長、語言使用量等因素，均對語音的習

得和發展有一定的影響（Piskel et al., 2001），因此本課題在對感知和產出資料進

行量化分析的基礎上，探求了非母語學生聲調、聲母的感知和輸出與學習變數的

關係。Saito 和 Wu（2014）的研究顯示，採取聽辨和發音相結合的 FFI（Form-

focused Instruction）教學模式（包括聽辨、朗讀等形式），增加交際性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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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果優於單純的 CF（corrective feedback）教學形式。基於對烏爾都學生粵語

聲母、聲調產出和感知的量化分析，依據 FFI 加交際的教學原則，本研究編擬了

針對學生難點的聽說培訓並於課外施教，前、後測的結果表明，此類教學方法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巴基斯坦學生對粵語聲母、聲調的掌握。 

(e) Review of literature of the project 

粵語聲母涉及送氣與否和清濁等發音特徵，聲學分析可以採用 Praat 測量塞音的

起始時間 VOT（voice onset time），聲母的濁音特徵則可以通過語圖上第一共振

峰位置的橫條與清聲母進行對比（Ladefoged & Johnson，2014；朱曉農，2010）。

採用聲學分析和統計計算的方法，可以揭示非母語者產出的粵語聲母的聲學特徵

及其與母語者的差異。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認為新語音比相似的語音容

易習得，由於非母語者難以區分目的語和母語中相似的語音（Flege ，1995），根

據 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PAM, 1995）語音感知理論，非母語者會把目標

語的語音同化為母語中的語音。聲調是語言中的超音段成分，聲調的習得給非母

語者帶來了挑戰。每種語言的聲調自成格局（石鋒，1991；石鋒、王萍，2006），

對於聲調的聲學分析，Xu（2013）的 Praat large-scale systematic prosody analysis 

(Xu，Version5.5.6)腳本，在 Praat 軟體的基礎上對音高等參數進行了歸一化處理，

得到的資料可直接用於統計分析。故本課題採用此程式測量聲調數據並進行統計

分析，還分析了非母語學生對粵語聲調的感知分辨（包括母語和非母語學生感知

粵語聲母、聲調時的注意力分配模式，見 Zou, Chen & Casper，2016），以及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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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者粵語聲調的感知、產出表現與學習變數的關係（Piskel et al，2001）。 已往

粵語的習得分析較少關注非華語學生對粵語聲母、聲調的掌握、學習難點以及感

知粵語聲調、聲母時的注意力分配（Mok，2011；So & Attina，2014）。在教學法

方面，Spada（2011）認為交際性導向與內容為主的教學相結合，使形式教學法

（Form-focused Instruction）成為最有效的教學手段，Saito 和 Wu（2014）應用不

同教學法培訓粵語母語者聽辨和產出漢語聲調，前、後測結果顯示 CFFI

（Communicative Form-focused Instruction）教學模式好於其他方法。 

(f) Theoretical and/or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project 

作為第二語言能力的兩項重要指標，第二語言語音的習得研究考察非母語者的產

出、感知特徵和差異(Flege, 1999)。對於語言學習者來說，不同語言聲母系統的差

異性會給習得目標語帶來不同程度的困難，Flege（1995）提出的 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依據母語和第二語言語音的對應關係，將語音習得分為不同的類別：

相似的語音、沒有的語音和相同的語音。由於學習者難以分辨其差異性，母語與

目的語相似的語音最難習得。在感知研究方面，Best 於 1995 提出的感知同化模

型 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PAM）認為，學習者會把與目標語相似的語音同

化為母語已有的語音，而對於新的語音，則會發展出一個新的範疇。根據 SLM

和 PAM 理論，可以預測烏爾都語與粵語聲母上的差異，會給烏爾都語學生習得

粵語聲母帶來一定的困難，比如粵語的 c 組聲母和 kw 組聲母等。 

       對於非聲調語言的學習者而言，粵語聲調無疑是烏爾都學生的習得難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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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M-S（So & Best, 2014）是 PAM 模型的延伸，用於解釋非母語者感知目標語超 

  音段成分的行為表現。根據 PAM-S 感知模型，非聲調語言的母語者會將目標語中 

  的聲調同化為母語中的語調或其他超音段成分，例如，烏爾都母語者會把粵語的 

  第一聲同化為陳述語調，把第二聲同化成疑問語調。然而，粵語中存在著三個平 

  調以及兩個升調（Bauer & Benedict, 1997；So & Best，2010)，這幾組聲調語音上 

  的相似特徵，會使非母語學生的聽辨和輸出產生困難。本課題分別考察了母語和 

  非母語學生粵語聲調和聲母的感知表現，用聲學分析的方法對比母語和非母語學 

  生在產出上的異同，在感知方面 Automatic Selective Perception (ASP，Strange    

  & Shafer, 2008) model 可以解釋母語者和非母語者（烏爾都語是非聲調語言）感知 

  聲母和聲調的注意力分配，進而揭示非母語者的粵語聲調、聲母的習得情況。 

  此外，語言習得研究也探討音段成分和超音段成分的習得與學習因素(learning  

  variables)的關係，學習變量包括目的語開始學習時間、到達目標語地區的年齡、在 

  目的語地區居住的時長、母語的使用量、目的語的使用量等(Piskel et al, 2001)。根 

  據聲母、聲調的統計分析的結果和非母語學生的習得難點，此課題還編擬了針對 

  性練習並進行了相應的課外訓練，語音培訓方法包括交際性語音形式教學法  

 （Communicative Form-focused Instruction，CFFI）和聽感的適應性訓練（adaptive  

  perceptual training）等，交際性語音形式教學法將語音訓練與交際功能相結合，是 

  一種較為有效的方法(Saito & Wu, 2014) ，故本課題採用此方法给非母語學生進行 

  語音強化訓練，並通過前、後測結果的對比分析，展現其教學成效。 



6 

 

(g) Methodology 被試、材料 

非母語被試者包括巴基斯坦中學生 20 人（男 10 人，女 10 人）、小學生 22 人（男

11 人，女 11 人）作為被試者參加了實驗，小學生平均年齡為 10.2 歲（SD：1.5），

中學生平均年齡為 14.1 歲（SD：1.2），其家庭語言為烏爾都語。母語被試者有小

學生 18 人（男 9 人，女 9 人）、中學生 16 人（男 8 人，女 8 人），作為參照組參

加了實驗，小學生平均年齡 10.8（SD：1.3），中學生平均年齡 14.4（SD：1.2），

母語中、小學生都是香港粵語母語者，家庭語言使用粵語。 

聲母、聲調實驗材料包括 526 个粵語常用單音音節，聲調的產出和感知實驗還有

單音節和嵌入句中的單音節。輸出實驗要求母語和非母語被試朗讀粵語音節和語

句，感知實驗則要求被試者根據聽到的錄音，在答題紙上做出迫選，答卷呈現粵

拼和漢字，每題錄音播放兩遍。聲母、聲調注意力分配的感知材料為雙音節假詞，

目標音節為前字，涉及不同的聲母（塞音組）和聲調（升調和降調），後字均為

第一聲，採用 ABX 迫選模式。產出實驗中非母語和母語學生輸出的語料由聯想手

提電腦（i5 內核, USB 介面: 3.0）及內置聲卡錄音設備錄音，採樣率為 44050 赫

茲，單聲道文件儲存。感知實驗的錄音由香港粵語母語者在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

雙語學系的錄音室錄製，錄音設備為聯想手提電腦（i5 內核, USB 介面: 3.0）及

內置聲卡，採樣率為 44050 赫茲，單聲道。聽辨實驗開始之前，錄音語料均由兩

名粵語母語者進行測聽，以確保其準確性。 

(h)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過程、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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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均在本地中、小學安靜的室內進行，實驗開始前，項目助理向被試學生講解

實驗內容、要求和過程，並讓他們填寫項目問卷。問卷包括：家庭語言、到達香

港的年齡、開始學習粵語的年齡、在港居住時長、粵語使用量、英語使用量、母

語使用量等相關資訊。後三個項目用九個等級評量，一級最低，九級最高。此外，

本項目還邀請五名粵語母語者對非母語學生產出的語料錄音做標準度評分，評分

分為九個等級，一級最不標準，九級最接近母語水準（Piskel et al, 2001）。根據

母語者給出的標準度評分均值，此課題分析了巴基斯坦中、小學生粵語聲母、聲

調的習得程度。在聲學分析方面，巴基斯坦學生和母語學生產出的語料應用 Praat

軟件進行了聲學和統計計算。聲調的分析用 prosody-pro（Xu，2013）提取了音高

等參數，得到每類聲調母語和非母語學生的音高等數據，繼而進行統計計算。由

於混合回歸模型被廣泛地應用於語言數據的統計分析 （Pinheiro & Bates，2000；

Uzal，Peltonen, Huotilainen & Aaltonen, 2015），故此項目亦採用該統計模型。 

    基於感知、聲學分析和標準度數據（難點序列），此課題設計了針對性聽說

練習，旨在改進非母語學習者對難點聲母和粵語聲調的習得，提高非母語學生的

粵語聽說能力。儘管存在著各種語音教學法（張林軍，2009；Francis，Ciocca，

Ma & Fenn，2008)，根據 Saito 和 Wu（2014）的研究，語音形式和交際功能相結

合是較為有效的訓練方法，因此本課題設計的聽說訓練材料將語音難點與交際表

達功能相結合。為了檢驗此次訓練的效果，編擬的前、後測試題，分別於訓練前、

後進行，測試後統計了結果並比較了被試者前、後測的表現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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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sults and Discussion 

聲母的標準度結果顯示（表 1），巴基斯坦小學生粵語聲母標準度值最低的是 kw，

為 50%（標準差 32.4），其次是 c、k 和 ng，標準度值分別為 70%（標準差 30.4）、

80%（標準差 26.6）和 80.2%（標準差 28.2），這幾個標準度低的聲母主要是送氣

音，對於巴基斯坦小學生來說，大多屬於新聲母，新語音較難習得是本課題得到

的結果。 

巴基斯坦中學生粵語聲母標準度值最低的也是 kw，為 40.2%（標準差 22.2），其

次是 gw 和 c，標準度值分別為 42.4%（標準差 21.8）和 49%（標準差 24.2），這些

聲母都屬於新音素。非母語小學生（粵拼法教學）聲母的標準度比中學生（非粵

拼法教學）高，說明粵拼教學法優於非粵拼法（模仿法）。此外，中學組的部分

被試抵港時間較晚，也是導致聲母標準度低的另一個因素。 Liu、Chen 和 Ning

（preprint）的研究發現，在聲母習得方面，開始學習粵語的年齡和粵語的使用量

是影響非母語學生聲母準確度的兩組重要變數。 

      Yeung，Liu 和 Ning（2019）分析了巴基斯坦中學生輸出的 10 個粵語送氣、 

  不送氣聲母的標準度值，結果顯示新聲母 /kw/和/p/、/t/、/k/，標準度均為 3.6 以 

  上。其餘六個聲母的標準度值均低於 2.5, /ph/ (2.1)、/th/ (2.3)、/kh/ (2)、/kwh/ (2.3)、 

  /ts/ (2)和/tsh/(1.6)，其中五個是送氣聲母，一個是不送氣的相似音。統計結果顯示， 

  開始學習粵語的年齡(β=2.36, p＜0.001) 和粵語使用量(β=1.98, p＜0.001)與相似 

  聲母的標準度顯著相關。對於送氣聲母來說，被試者在目的語居住時間（β=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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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01），開始學習粵語的年齡（β= 2.12, p＜0.001），粵語使用量（β=1.96, p 

  ＜0.001）以及英語使用量（β= 0.91, p＜0.001）均與標準度值顯著相關(Piskel et  

  al., 2001)。不送氣聲母的標準度則與開始學習粵語的年齡 (β= 1.22, p=0.05)和粵 

  語使用量 (β= 1.57, p＜0.01)顯著相關。Yeung 等（2019）的聲學分析資料顯示（表 

  2），母語學生送氣聲母的起始時間（VOT）為 94-142 ms, 巴基斯坦學生則為 

  52-126 ms。母語和非母語學生的 VOT 有顯著差異 (F (1, 100) =13.3, p＜0.001)， 

  非母語者 VOT 均值 (M= 93.1, SD =33.2) 比母語者短 (M= 117.4, SD =33.3)，表 

  明巴基斯坦學生沒有掌握粵語送氣聲母的發音特徵。母語學生的不送氣聲母 

  VOT 介於 17- 42 ms，烏爾都學生的 VOT 是 20-83 ms，烏爾都學生不送氣聲母 

  的 VOT 均值(M=35.5, SD =24.4)比母語學生(M=27.1, SD =13.5)長，存在著顯著差 

  異，送氣聲母母語者的 VOT 明顯長於非母語者（圖 1）。 

      在聲調感知方面，胡尹馨、劉藝、寧景虹（2019）調查了巴基斯坦小學生對 

  兩組粵語音節 fu 和 yi（單字和句中兩種形式）六個聲調的感知表現，結果顯示       

 （表 3）巴基斯坦學生 T1 的感知好於 T3 和 T6；對比三種平調，受試者對 T1， 

  T3 和 T6 的識別好於對 T2 和 T5 上升聲調的識別，並且 T4 的識別結果是最差的。 

  句中聲調感知最好的是 T6，其次是 T3、T1，與單字形式類似，平調 T1、T3、T6 

  最易識別，而下降聲調 T4 和 T2、T5 容易發生混淆，單字的感知結果略好於句 

  中。統計結果表明，語境對聲調感知的影響不顯著，此論支持了 Lee, Tao 和 Bond 

  (2009)的觀點，他們認為非母語的聽者通過語音環境提取線索的可能性更小。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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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g 和 Chu(2019)考察了巴基斯坦中學生粵語句中聲調的感知表現，發現 T1 最 

  容易感知，Qin 和 Mok (2011)認為由於 T1 明顯的高平調特徵，使得它易於與其 

  他聲調區分。儘管 T4 、T6 方向不同，但是它們的音高和起點接近 (21 和 22)，   

  T3 、T5 在音高和聲調後半段音高相似(33 和 23)，T5 和 T6 的音高和起點音高 

  相似 (23 和 22)，這幾組聲調語音上的相似性給非母語學生的聲調區分造成的 

  感知困難（見圖 2），不是 PAM-S（So & Best, 2014）所能預測的。 此外，Ning 

  和 Liu（2019）還探討了母語音系對聲調感知的影響。 

  在聲調的產出研究方面，施國聰（2019）分析了烏爾都小學生粵語聲調單字  

      和句中產出的標準度評分（表 4），單字結果顯示，男生第三聲(T3)的平均值最高 

      (mean=2.91，sd=1.03)，最低是第四聲(T4)(mean=1.89，sd=0.87)。女生跟男生一 

      樣，都是第三聲(T3)的平均值最高(mean=2.94，sd=1.22)，而最低是第六聲(T6) 

      (mean=2.28，sd=1.17)。句中的標準度表明，男生同樣在產出第三聲(T3)時平 

      均值最高(mean = 2.97，sd=1.15)，最低是第一聲(T1)(mean=2.08，sd=1.20)。女生 

      跟男生一樣，都是產出第三聲(T3)的平均值最高(mean=2.82,sd=1.33)，最低也是 

      第一聲(T1)(mean =1.90，sd=1.20)。聲調和聲母的聲學分析數據顯示（見圖 3）， 

      本地女生發不送氣時聲調平均值為 273.6Hz，送氣時聲調平均值為 271.6Hz，非 

      母語女生發不送氣時聲調平均值為 269Hz，送氣時聲調平均值為 245.2Hz。以往 

      聲調的產出分析較少把母語者的評分與聲學分析相結合，曲琳、劉藝、甯景虹 

     （2019）在分析非母語者輸出聲調的標準度和聲學特徵時發現，聲調產出標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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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的發音，主要有兩大偏誤類型，一類是非母語者的聲調低於母語者；另一類則 

      是調型出現了偏誤，例如，把平調發成了降調或升調等其他調型，這一結論可以 

      用於非母語聲調輸出的習得分析。 

為了考察巴基斯坦學生感知粵語聲母、聲調時的注意力分配，本課題採用

Zou et al.（2016）的 ABX 實驗設計框架。旨在探求較早年紀學習粵語的非母語學

生感知粵語聲母、聲調的表現，結果顯示，儘管非母語學生可以在音系層面上處

理粵語聲調，他們仍然無法像母語者一樣分配、整合注意力。在較高認知需求的

感知任務中，巴基斯坦學生處理非母語聲調時，還會保持他們母語的注意力分配

策略（Liu & Ning, 2020）。此項研究是揭示較早學習粵語的非母語（early learners, 

見 Butler, 2012）學生感知粵語聲母、聲調時的注意力分配模式，以及與母語學生

的表現差異，另一項與之相關的研究則側重於語言優勢（language dominance，

Birdsong，Gertken & Amengual，2012）對非母語學生感知粵語聲母、聲調時注意

力分配的影響，結果表明：在感知粵語刺激時，母語者更注意聲調，烏爾都優勢

者則會關注聲母。 此外，在不同的感知任務中，粵語優勢者會以單語或雙語身

份感知刺激，顯示出高級水準、有經驗的學習者的聽感彈性 (Liu & Ning, 2020)。

實驗結果顯示語言優勢在感知的注意力分配方面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支持 ASP

模型以及 Antoniou，Tyler 和 Best (2012) 提出的雙語假設。這兩項研究均將考察

的被試者由不同水準的聲調學習者延伸到非母語者內部的差異性，比如學習目標

語的早晚和語言優勢等如何影響非母語者的注意力分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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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語音訓練方面，基於巴基斯坦非母語者粵語聲調和聲母的習得難度序列，

本課題編擬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聽說練習並進行了大約三個小時的語音教學，

練習包括音節和詞語的對比、語句等形式。以小學生為例，培訓前、後測結果的

對比發現，非母語學生的聲母感知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新聲母 gw、kw、c 的

感知正確率分別提高了 11%、28%和 8%，送氣聲母 t 的感知正確率也提高了 25%。

在聲調的感知訓練方面，則主要針對三個平調（T1、T3 和 T6）和兩個升調（T2、

T5）之間的混淆，前、後測結果顯示，T1、T3 和 T6 單字的提高幅度介於 0.5%至

19%，句中聽辨的進步幅度介於 5.6%至 9.3%；T2、T5 的單字正確率有小幅進步，

句中感知正確率的提升幅度則是 9%至 10%（表 5）。另一個與之相關的聲調培訓

研究，採用網上感知訓練的形式，結果表明聲調培訓可以提高聲調和非聲調學生

感知目標語的聲調，網上訓練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課外教學手段（Liu, Ning & Chu, 

2019）。 

(j)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本課題基於巴基斯坦中、小學生粵語聲母和聲調的感知和產出數據，進行了聲學

和量化統計計算，得到以下結論：無論是產出的聲學結果、母語評分，還是聽感

表現，非母語學生對新聲母的習得均不及相似聲母。此外，學習者粵語聲調的產

出和感知表現也欠佳。前、後測對比顯示，根據聲母難點序列和聲調習得結果設

計的針對性訓練具有一定成效。因此本研究建議，對非母語學生的粵語語音教學

應著重於難點音的教學，聲調教學則應強調音高和調型的對比，並結合交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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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話語表達，從聽說兩個範疇進行聲母和聲調訓練，提高語音教學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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